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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河下遗址堆积坑出土了大量龙泉窑青釉瓷片。研究发现,少量瓷片生产于元代

晚期,其余的生产于明洪武到成化初期。青釉有青绿、浅青等 11个色阶,造型有碗、盘、炉等至少四十余种,其中有

龙泉窑明代官器。此批瓷片的出土,再一次说明了明代是龙泉窑的又一个发展高潮时期,对研究明代漕运以及楚州区

历史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关键词】：明代龙泉窑青釉瓷 楚州河下 漕运官器 

【中图分类号】：K876.3 【文献标识码】：A 

龙泉窑是中国古代著名窑场，一般认为，其北宋始烧，南宋鼎盛，清代停烧。以往对龙泉窑的研究多着重于南宋和元代。

2006 年以来，随着龙泉窑大窑枫洞岩窑址的发掘，明代龙泉窑研究出现了热潮[1]。2008 年 9 月，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河下古镇

在开挖河道的工程中，发现了一处龙泉窑瓷片堆积坑，出土了十余吨瓷片[2]。这批庞杂的龙泉窑残片如何分类？它们为何会以堆

积的形式出现在楚州？它们是何时遗物？研究这样的残件堆积坑，意义何在？本文将围绕上述问题，对这批瓷片作分析研究，

并提出初步的看法。 

一 河下遗址龙泉窑瓷片堆积坑（以下简称堆积坑）出土器物概况[3] 

1.器类 

堆积中出土龙泉窑残片的器类可分四种： 

第一种，能复原的器类,有碗、碟、高足杯、盘、盏、盏托、炉、小执壶、釜（茶具）、瓶、花盆和罐等 12类。 

碗，根据数量的多少依次有侈口碗、敞口碗、荷叶式碗（仅 1 件）、小菊瓣口碗和碾碗（仅 1 件可复原）5 类；根据口沿、

腹部和圈足足端造型的差异可分 14种造型。碟，分弧腹碟、折腹碟两大类，有侈口弧腹碟、敞口弧腹碟、侈口折腹碟 3种造型。

盘，有敞口盘、折沿盘、凹折沿盘三大类，分敞口盘、菱口折沿盘、圆口折沿盘、圈足凹折沿盘、小花口敛圈足凹折沿盘、圆

口敛圈足凹折沿盘和卧足凹折沿盘 7 种造型。盏，分圈足盏、卧足盏两类，共有唇口圈足盏、侈口圈足盏、束口圈足盏、束口

浅腹圈足盏、敛口卧足盏、直口卧足盏、束口卧足盏 7 种造型。盏托，有台阶孔盏托、漏斗孔盏托两种造型。高足杯，分斗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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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高足杯、弧腹高足杯两类，其杯把有直把、竹节式把（1～4节不等）、上敛下丰圆台式把之别，分别与两类不同的杯体相配。

炉，分圆腹炉、鬲式炉、筒式炉三类，有撇足圆腹炉、管足圆腹炉、蹄足圆腹炉、鬲式炉、筒式炉、八卦纹樽式炉 6 种造型。

小执壶等其余器类仅 1种造型。 

第二种，器形可辨、无法复原的器类，大致有象兽足炉、镂空绳纹耳炉、双耳瓶、镂空象耳套瓶、洗口瓶、玉壶春瓶、梅

瓶、洗式炉、竹节樽式炉、觚、过笼、大盖罐和小盖罐等十余种器形。 

第三种，可复原的器盖，有 3种造型，至少大、小两种规格。 

第四种，无法辨明器形的有灯、镂空器残件、塑像底座等。 

2.胎、釉 

胎，可分为灰白胎、浅灰胎、灰胎、深灰胎 4种。 

釉，可从两方面观察，其一釉色，其二釉的质感。釉色至少有青釉、淡青绿釉、青绿釉、青灰釉、淡青灰釉、冬青釉、青

黄釉、茶黄釉、翠青釉、浅青釉、青褐釉等 11种。但并不是每种器形都具备这 11种釉色，以碗、碟（彩插一：4）和高足杯的

釉色最丰富。还有粗釉,它不是一种釉色，而是一种釉面现象，分两种情况：一种是釉面有窑伤，另一种是埋入地下后，釉面严

重受沁而失光。有的器物两种情况同时出现(《发掘简报》图十七)。另外，还有生烧状态的釉。 

釉的质感有三种状态:第一种是同一种釉色有两种质感，例如，青灰釉，有釉质玻璃质感强、釉面多开片和釉质润泽、一般

无开片两种质感；第二种是一种釉色只有一种质感，例如，淡青绿、青绿釉一般都不开片，釉面匀净，釉质如玉般润泽，明代

龙泉窑官器的釉都是如此；第三种，茶黄釉、青褐釉的釉面都开片，玻璃质感强，且釉色不匀净，质量一般的民窑碗盘多为此

种釉。 

3.装饰 

瓷器的装饰工艺可分为釉装饰、彩装饰和胎装饰。堆积坑出土的残器中，阴纹多于阳纹，大多数阴文印花残片的釉面开片；

相反，大多数阳纹印花残片釉质润泽有玉质感，釉面极少开片。最精美的是阳纹印花大盘残片，花叶的凸起面有层次感，边沿

凸起高，中间凸起浅，但是凸起的程度高于纹样的地子部分；相应地，釉的厚薄不一，釉色也有深浅，凸起部分釉薄，釉色相

对浅，反之釉色深。具体到纹样，花叶的边沿最白，中间釉色稍深，地子釉色最深。在釉伤以外的部位可以看到，釉色以青绿

和浅青绿釉为多，釉质温润有玉质感，釉面极少开片，印花纹饰有层次感，釉色、釉质和纹样均较其他残件精美。 

阳纹印花的模子是阴纹印模，阴纹印花的模子是阳纹印模，在龙泉窑大窑枫洞岩窑址中出土了印花模[4]。明代早期的 157、

158号两件印模是阴纹印模，225号是阳纹印模。两件阴纹印模花叶的边沿部位最凹，中间部分稍微凸起，地子平面最高，与上

述阳纹印花纹样的情况正好相反。这种阳纹纹饰是时代特征，或是明代永乐至天顺时期官器盘独有的特征，亦或两种情况皆有，

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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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青釉印花花卉纹刻花鱼纹残盘底(08CHD(4):887) 

在残片的纹样中，最有趣的是一件民窑残盘（08CHD(4)：887），底心的花卉纹样模糊不清，釉面有缩釉点，但是在旁边刻

有一条造型十分率意的鱼，鱼嘴微张，体态摇曳，应是陶工的即兴之作（图一）。 

4.工艺 

(1）关于碗、盘、碟的质量 

依据胎、釉和工艺质量的高低，堆积坑出土的碗、盘、碟可分为四等，依次为:一等品——造型有碗、碟、菱口盘等，胎色

为灰白或浅灰色，釉面润泽，不开片纹，釉色一般为青绿釉和淡青绿釉，纹样优雅独特，与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出土的青花瓷及

故宫博物院旧藏龙泉窑碗盘相类似（彩版 1～3）；二等品即一般民窑器——胎色多为灰色，釉面开片纹，玻璃质感强，釉色多样，

以绿釉为多（《发掘简报》图八）；三等品——多为元代民窑粗碗，灰胎或者深灰胎，釉面开片纹，釉色普遍灰暗，多为青灰釉

或者浅青灰釉，内外壁多为凸印花卉纹；四等品——炉窑中产生的废品，如叠烧的碗、盘，窑伤严重的器物等。四等品与一等

品造型基本一致，有些四等品虽然釉质和釉色与一等品一致，但有釉伤（图二），如青绿釉粗釉的侈口碗、敞口盘、敞口碟。值

得注意的是，折沿大盘的釉面严重失光，都属于四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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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绿釉粗釉大盘官器残件(08CHD(4):1775) 

(2）关于釉裹足 

通过对四个等级的碗、盘的胎、釉、造型、纹样和工艺特征进行分析比较，可发现釉裹足工艺、裹足釉的厚薄、圈足内是

否有釉这三个特征是区别堆积中碗、盘时代的重要依据。粗碗均非釉裹足，足端平切，圈足中间一般都有小乳突点，为元代器

物。官器和一般民窑器的碗、盘都是釉裹足工艺，大多数为明代产品。在江西高安元代窖藏[5]、内蒙古集宁路元代窖藏[6]和龙泉

窑大窑枫洞岩窑址[7]元代地层中出土的元代大盘、碗、碟也有裹足现象，但是裹足釉都比较薄，而且大盘的造型与堆积中出土的

釉裹足大盘不同，为菊瓣式。 

圈足的造型特征历来是器物类型学和古瓷鉴定中的重要元素，足端平切还是圆浑，内足墙竖直还是呈斜式，也是一般瓷器

鉴定中判定器物时代的依据之一。例如，明洪武时期，景德镇窑碗、盘的时代鉴定依据之一就是足端平切，内足墙呈斜式。不

过由于窑口不同，这一鉴定标准并不适用于龙泉窑碗、盘。堆积坑中出土的明代碗、盘，由于釉厚，往往影响到圈足和口沿的

造型。以圈足为例，胎的轮廓相同，施釉以后的轮廓线则不一样；由于遗址中绝大多数遗物是残片，故可以清晰地观察到这一

现象。现分析如下： 

先看胎的轮廓，釉裹足碗、盘的圈足足端基本都是平切状，内外足墙平直。但是，罩釉以后由于釉层的厚薄不一，圈足足

端大致呈现出四种状况：第一种，足端平切，足墙直，这是由于裹足釉薄，多见于民窑粗器的碗、盘；第二种，足端圆弧，足

墙直，这是因为施釉较薄且均匀，民窑精、粗的碗、盘均呈现这一特征；第三种，足端呈外斜圆弧状，外侧圆浑，内侧有棱角，

内足墙直，这种圈足的釉较厚；第四种，圈足基本呈现浑圆的势态，裹足釉较厚且均匀。上述第三、四两种现象一般出现于官

器和民窑精品碗、盘。以上都是明代龙泉窑碗、盘圈足造型的时代特征，均不见于其他窑口。 

(3）关于碗、盘底足的涩圈和釉点 

据《发掘简报》所述，釉裹足碗、碟底足的施釉状况大致有九种情况[8]（《发掘简报》图五），这些施釉状况与器物质量等级

有规律的联系。例如，一等品（官器）碗、碟的圈足有内心全釉圈足釉点整齐、内心全釉圈足釉点不齐两种状况，三等品民窑

碗、碟多呈现内心涩圈圈足涩圈、内心涩圈中间釉点圈足涩圈的特征，二等品民窑碗、碟各种施釉状态都有。 

二 堆积坑出土瓷片的性质与时代 

1.堆积坑中龙泉窑瓷片的时代——元代至明成化时期 

(1）文献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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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会典》卷一百九十四《工部》十四“陶器”条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

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9]明英宗朱祁镇（1427～1464

年）逝于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十七日，明宪宗朱见深（1447～1487年）旋即即位，以第二年（1465年）为成化元年。据《明

宪宗实录》卷一记载，成化皇帝在天顺八年正月二十二日发布的《即位诏》中令:“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见差内官在彼烧造

磁器，诏书到日，除已烧完者照数起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差委官员即便回京，违者罪之……”[10]因此，根据文献记载，堆积

坑中出土官器瓷片的时代是明代天顺时期。 

(2）与元代窖藏、明初纪年墓和龙泉窑大窑枫洞岩窑址出土器比较 

元代可以与龙泉窑堆积瓷片相比较的资料有江西高安窖藏和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窖藏出土龙泉窑瓷器。堆积中出土的碟

残片中有部分与这两个窖藏中出土的龙泉窑青釉印花碟[11]同类。另外，粗釉双耳衔环瓶(《发掘简报》图十七)按照瓷器鉴定惯

例也应是元代至明天顺年间的器物。 

将河下遗址龙泉窑瓷片堆积中出土的龙泉窑残器与下列纪年墓葬中出土的器物相对比，可以发现其胎、釉和工艺的基本特

征基本一致，这些纪年资料有：江苏南京洪武二十年（1387 年）明初大将薛显墓出土的龙泉窑青釉碗
[12]
，洪武二十八年（1395

年）明初大将张云墓龙泉窑青釉盏[13]，永乐十六年宋晟夫人叶氏墓龙泉窑青釉盘[14]。例如，08CHD(4)：356（足径 11.5 厘米）

和 08CHD(4)：354，青绿釉印花宝杵纹折沿盘残底，虽然仅存盘底且尺寸较小，但其纹样亦与叶氏墓中出土的龙泉窑青釉印花宝

杵纹基本相同，且青釉润泽如玉，不开片纹，隐圈足[15]，无疑是元代晚期到明永乐时期的遗存。所以，堆积中有元代到明代永

乐时期的龙泉窑青釉器。再如，堆积坑中出土的明永乐官器中的莲子碗（彩插一：1）、罐、筒式炉、菱口折沿盘、侈口盘、高

足杯、盖罐、菱口盘和盏托等等与枫洞岩窑址中出土的明代早期、中期的器物类似[4]，虽然有些碗、盘内心花纹的题材有异，但

这不妨碍对堆积瓷片的时代判断，因为两者的时代风格一致。所以，堆积中有明代早期到中期的龙泉窑青釉瓷器。 

(3）标本测试结果 

堆积中出土的瓷片，有 8 组 119 件瓷片送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核分析实验室测试。测试结果显示：“通过 8 种不同

器型青瓷胎釉化学组成的分析和数据统计处理，可以清晰地将 8 组样品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元末至明天顺时期烧制的青瓷碗，

即第 1组，第二类为第 2～6组 5种不同器型，第三类为凹折沿花口盘和圆口盘，即第 7和第 8组样品。由于第一类与第二、三

类的瓷胎化学组成存在综合特征差别，将第一类即第 1 组样品定为元末的产品，第三类凹折沿花口盘和圆口盘为元代末至明代

早期的产品，第二类是明代早中期的产品。”[17] 

三 河下遗址龙泉窑瓷片堆积的历史地理缘由 

如此多的元明龙泉窑残片在淮安市楚州区出土，跟楚州区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 

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原为县级淮安市。它位于苏北平原中部，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灌溉总渠和淮河入海水道平行横穿

东西，京沪、宁连、盐徐高速公路贯穿境内，全区人口 120万，总面积 1510平方公里。 

楚州区地理位置优越，水网密集，是江淮流域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著名的新石器时代青莲岗遗址所在地。据《淮安

市志》记载[18]，战国时楚国向东扩张，将这一带并入楚国范围，这是 2000 年楚州区命名之起因。南朝齐永明七年（489 年）在

此设淮安县，“淮安”之名始见，自此，淮安（今楚州区）一直都是历代郡、州、军、路、府的治所所在地。淮安（今楚州区）

不仅是秦至民国时期苏北地区历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漕运和盐运枢纽，素有“七省咽喉”之称。明清两代淮安府和

漕运总督府的府治皆设于此，河下古镇是江淮一带的重要商埠，民间设在河下地区周围的各地会馆多达二十余家，如浙绍会馆、

江宁会馆、陕西会馆、江西会馆、福建会馆等。楚州区当时称山阳县，此名一直沿用至民国初年,1914 年更名为淮安县，20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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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50 年代以后亦然，辖属淮阴专区。1986 年，淮安县撤县建市，更名为县级淮安市。2000 年，原地级淮阴市更名为淮安市，

县级淮安市撤市建区，更名为楚州区。 

楚州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辖区内各类名胜古迹不胜枚举（参见《发掘简报》图一），基本建设工程中常有文物出土。1986

年，当时的淮安市（县级）就已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 

据文献记载，明洪武元年（1368 年）在当时都城（南京）附近设立转运使机构，总管漕运，并且在淮安（今楚州区）设立

分司[18]，这是最早的漕督衙门。明永乐初年陈瑄出任漕督，当时又称漕运总兵，正二品衔，率 12万军队，专门负责漕运。至明

景泰二年(1451年)始设漕运总督于淮安[18]，全称为“总督漕运兼提督军务巡抚凤阳等处兼管河道”，与总兵参将同理漕事。 

今楚州境内的“运河”在地图上有两条（《发掘简报》图一），据《淮安市志》[18]，地图上标明的楚州段的“京杭大运河”

于 1959年开拓。开拓运河工程中，因为里运河穿过当时淮阴城内，开挖出土不便，于是在里运河以西另挖新河，称为“大运河”；

地图上在楚州段改向的“里运河”是明清时期的古运河，在楚州区境内长度为 35.8公里，系由邗沟演变而成。里运河在河下古

镇的湖嘴街巷口由南北流向变为东南-西北流向，此处的御码头遗迹（《发掘简报》图一：9）是当年清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在淮安

（今楚州区）驻跸下船之处。明代洪武至天顺时期，龙泉青瓷运到杭州后，由运河运至今楚州地区，经过拣选的官器由位于今

楚州的板闸钞关[22]进京，民窑器也在这里集散，运往各地。经测量，堆积坑的东南角南距京杭运河楚州段城河街出口处仅 450

米，应该是方便倾倒由运河而来的在淮安（今楚州区）拣选出来的龙泉窑残片的。 

四 河下遗址龙泉窑瓷片堆积中的官器与漕运 

1.漕运与宫廷用瓷 

漕运是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它是利用河道和海道调运公粮的一种专业运输方式，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利用漕

运将由田赋征得的粮食运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黄仁宇先生在《明代的漕运》第五章“宫廷供应品的漕运”中谈到朝廷所需

瓷器也由漕运进京，并且多次提到这些供应品“从淮安运来”[23]。虽然书中没有提到龙泉窑，但是从文献记载中可以明确看到[10]，

从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至天顺八年（1464年），饶（景德镇）、处（龙泉）等府为宫廷烧造供用器皿，处州的官器于天顺

八年“烧完者照数起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堆积中出土的官器残件中，所有官器都有窑伤，有些为废品，还有少量窑具和叠

烧残件，结合“烧完者照数起解”、“违者罪之”的记载判断，出现这种情况的合理解释有两种：一种是龙泉在此之前生产的

官器，包括窑址中自明洪武朝始的历朝官器废品，一并运到了淮安（今楚州区），废品就在淮安（今楚州区）挖坑掩埋；另一种

是明天顺八年后龙泉窑官器经淮安（今楚州区）进京这件事到此为止，将此前拣选的官器废品集中堆放掩埋。需要解释的是，

打碎掩埋是明代官器残次品的一贯处理方法，景德镇明代御窑厂一直如此处理，因此，堆积坑中不少官器残片上有明显打碎痕

迹（图三）的现象就不难解释了。 



 

 7 

 

图三//官器残片上的打碎痕迹 

2.漕运关税的管理官员与督窑官 

清代御窑厂的督窑官分为两级，分别为总理和协理[25]。御窑厂的总理由漕运总督府管理税务的官员担任而遥领窑务，协理

官驻厂主管生产。清雍正、乾隆时期著名的督窑官年希尧和唐英，曾经先后在位于今楚州区的淮安板闸钞关管理税务时兼任御

窑厂总理。为了方便督窑，唐英于清乾隆四年（1739年)调任九江关管理关税并监管窑务[26]。关税与督窑一统，可见总理督窑官

的重要性。 

清代御窑厂制度是承袭明代而来的。前引明成化皇帝的《即位诏》中亦透露出两条信息：一是龙泉窑的官器生产由中官管

理；二是烧造官器之事重大，违者判罪。这里虽然没有说明官员督窑的具体地点，但是明确说明朝廷在处州府的窑务有官员监

烧。那么，也有可能是遥领窑务，如果这种推论成立的话，根据清代督窑官的设置惯例倒推，明代遥领龙泉窑窑务的督窑官应

该由朝廷设在淮关的官员担任。结合堆积中出土有官器残件的情况，可以初步做出如下判断：位于今楚州区的淮安板闸钞关是

龙泉窑官器进京的必经之路。 

3.堆积坑中出土官器的特征 

堆积中出土官器的特征主要表现在釉色、釉质、纹样和造型方面。釉色以青绿釉为多，基本不开片，特别润泽，虽为残器，

其质感仍然呈现出民窑碗盘所不具有的玉质感；碗盘腹部有缠枝花卉纹，内底纹样多为阳纹花卉纹，以牡丹花为多，纹样层次

感强。造型为宽折沿大盘、菱口折沿盘、碗和高足杯，宽折沿大盘的复原口径在 30 厘米左右，菱口折沿盘的口径有 22 厘米左

右、25厘米左右和 30厘米左右三种规格。大多数官器釉面有窑疤，但是，大盘底厚重的胎，窑疤以外如玉般润泽的釉面和阳纹

的层次感，使得器物极为华丽，例如天字款印花牡丹纹残盘（《发掘简报》图四：1；彩插一：5）。官器的釉色、釉质和纹样一

般有固定的搭配,如《发掘简报》图四：10的纹样在碗和高足杯上都使用，此类器物的外壁都有四瓣或者五瓣刻花大莲瓣纹，且

都为青绿釉，釉质极润泽且不开片。 

根据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核分析实验室的测试报告，明代瓷盘胎和釉料的主量和微量化学成分存在诸多相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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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微量化学成分数据的 PCA 分析结果没有揭示出官器和普通瓷器的不同特点，这虽然说明了官器与民器时代的一致性，但是无

法说明两者的质量差异。进一步将细微差异的化学成分重组数据进行 PCA 分析，终于实现了官器青瓷与普通青瓷的划分，说明

它们之间存在微小的差异
[17]

。这些数据不仅是判别龙泉窑青瓷官器的科学参考标准，也为肉眼可以观察到、但是无法精辟描述

的官器釉质感和纹样的艺术魅力产生之原因做出了科学的解释。 

笔者判断的官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造型有样板、釉质好的官器有粘连或者有窑伤，例如，青绿釉刻花花卉纹敞口盘（彩

插一：2、5）的圈足内有粘连痕迹，但是它的纹样风格与景德镇御窑厂出土的明宣德萱草纹盘[28]有异曲同工之妙，纹样印花的

线条与枫洞岩窑址出土的永乐官器刻花牡丹纹盘[4]相一致；另一种情况是变形或者有窑裂的残器，这一类器物，除了造型具有官

器特征外，用湿布将釉面蘸湿以后，可以清晰地看到官器所拥有的特殊纹样（图二～四）。 

 

图四//龙泉窑印花西番莲纹大盘残底(08CHD(4):357) 

4.堆积坑出土官器与故宫旧藏龙泉窑器的比较 

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旧藏龙泉窑器中有的器物与官器在釉色、釉质和造型上有相似之处[30]。堆积坑出土的官器都是废品，

有的虽然面目全非，但是除去粗釉的特征外，官器在造型、纹样上的风格依稀可辨。粗釉印花花卉纹圆口折沿盘（08CHD(4)：

1349），方圆唇，宽折沿，平底，弧腹，圈足，足端圆浑，外足墙微微内敛；隐约可见缠枝花卉纹；灰胎，胎体厚重，质地坚致，

有糯质感；釉质粗糙；釉裹足，中心有釉斑，刮釉形成涩圈环，釉的边线不整齐。复原口径 30.5、底径 18、高 9.6 厘米（《发

掘简报》图十：1）。这件折沿大盘是废品，造型、纹样都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级品清宫旧藏龙泉窑青釉花卉纹折沿盘一

致。青绿釉印花番莲纹大盘残底（08CHD(4)：357），圈足，胎体厚重，釉质十分润泽，盘底内心印番莲纹（图四）与台北故宫

收藏龙泉窑青釉番莲纹折沿大盘[31]底心的纹样一致（图五）。釉裹足，中心有釉斑，涩圈环边线不整齐。复原底径 18厘米。 

五 余论 

前文所引《即位诏》还透出一条重要的信息：至明天顺时期，龙泉窑仍在内官的督造下为朝廷生产官器。从堆积坑中出土

的实物资料看，确有一部分残件的造型、釉色、釉质、工艺与民间流传的龙泉窑瓷器不同，透露出官器的风格。例如，彩插一：

3 的菱口盘与《龙泉窑大窑枫洞岩窑址出土瓷器》中的第 120 号明中期青釉刻花菱口盘完全相同,且与上述文献记载可以相互印

证，否则，《即位诏》中“见差内官在彼烧造磁器”的记载何以理解呢？当然，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还有待于更多资料的发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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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明正统至天顺时期的龙泉窑官器是值得继续研究的课题。 

六 结语 

综上所述，明洪武二十六年起，龙泉窑开始为宫廷烧造青瓷，大约于天顺八年结束烧造。今楚州河下古镇是龙泉窑产品的

集散地之一。明洪武元年开始，淮安（今楚州区）设有专门督办漕运的衙门。堆积坑所出的龙泉窑精品，应该是当时专门为朝

廷生产的官器，由漕运渠道运至淮安（今楚州区）拣选剔除的次品。 

通过对河下遗址龙泉窑瓷片堆积中出土的瓷片进行研究，初步得出四点结论： 

1.堆积坑出土瓷片的时代 

通过将堆积坑中出土的龙泉窑瓷片与有确切时代、地层的出土龙泉窑器物对比，推测其时代为元代至明成化时期。 

2.明代龙泉窑是龙泉窑发展史上又一个高潮阶，精品的釉质如玉般莹润；可描绘出的碗、盘、碟的内底团花纹样七十余种；

碗、盘圈足至少有 9种不同的工艺，它们为研究元明时期龙泉窑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新资料。 

 

图五//龙泉窑青釉番莲纹折沿大盘（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3.堆积中的大多数瓷片是一般商品，少量器物为进贡宫廷而生产的官器，由位于今淮安市楚州区的板闸钞关进京，推测它

们在当时漕运总督府所在地——今淮安市楚州区拣选时，因质量差被废弃。它们是此瓷片堆积的重要价值之所在。 

4.堆积中出土瓷片为研究明代早期龙泉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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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明代漕运历史、淮安市楚州区的历史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资料整理负责：霍华 

参加整理人员：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的郝明华（器物绘图）、韩建立（修复）、韩强（摄影），淮安市楚州博物馆陈锦惠、

张弛，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学生黄一村、张剑，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学生吕行人（纹样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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